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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时，可以说是我的人生旅程中一个最紧要的关头；同时也是决定未来前途的关

键。自从我在职业学校毕业后，父亲便不再提起我继续读书的问题了。也许他因家境日渐衰

落，他的负担过重，想把我的学业从此告一段落吧！然而在我自己方面，深深地感觉到这样

结束了读书的生活心里十分难受和不甘愿，于是我就写了一封恳切的信给父亲，要求继续升

学。他本来极愿意培养我的，经我这一提醒他便来信叫我准备投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不过有个条件，假如考不取，就从此再不能进任何学校了。这个条件对于我不用说是非常苛

刻的；但在他方面却不能不坚持，因省立女子师范是官费，考取之后，五年之中完全免费，

无论膳、宿书籍等费都由学校供给。假如考不取，我就必须在武昌寄读小学，用费就必须由

自己担负。这是他不准备担负的。在这种极端严格而苛刻的条件之下，在我的稚弱的心灵

里，感到无限的忧郁和惶恐！ 

约在临考试前的一个月，正是酷热的暑天，我的堂叔父陈时带着堂姐陈慕兰和我到武昌

省城一位姑父母家里居住着补习作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科；尤其是数学，更是弄得我头

昏眼花。虽然在尚未考试以前自己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心理仍旧是感到没有希望的疑虑。不

过那时我抱着一个不可动摇的决心：就是考不取，一定留在武昌进高级小学，以准备第二年

投考，死也不回家。 

经过一星期如赴刑场的三次考试以后，不料在揭示出来的录取五十名新生的“榜”上，

竟还有了我的名字。虽然不是名列前茅，但已心满意足地欢喜若狂了。 

这所学校，在形式上虽然是一所新式的学校，由于校长是日本留学生，特别注重整齐和清

洁，因而在这方面成为武汉学校的模范，包括大学在内。但在思想和制度方面，却不啻一座

封建传统的堡垒。 

从生活方面说，学生进校以后，无论是星期天或纪念日，假如家长没有拿“循环簿”

（即出入证）来接，是不能越出校门一步的。至于那些没有家在武汉而又无亲属在武汉的学

生们，就只有呆在学校里。学生的来往信件，包括家信在内，都要经过校监的检查，有如囚

犯的一般，学生所穿的衣服、裙子乃至鞋袜也规定一律的式样和颜色；头发也必须梳成一样

的形式，真不啻一所尼姑庵！而且学生在此五年肆业期间，不能中途结婚，结了婚便须退

学；已经结婚的当然不收，因而有些投考进来时年龄较大的学生，往往因结婚不能等到五年

毕业而牺牲学业（湖北省立男子师范没有这种限制）。由此看来，这种制度也是限制女子受

教育的机会和反映当时男女不平等的实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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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思想方面说，完全是封建传统的“贤妻良母”的教育。每早在“朝会”上校长和监学

的训话，除了反复申述学生应遵守的校规之外，都是阐述一些贤妻良母的箴言品行、忠孝节

烈的故事。至于国文一科，不用说学的是古文；而担任这门功课的教师，自然也是那些头脑

冬烘的老学究。因而，在我们的脑袋里装满着封建传统的思想。在人生的欲望中，也只希望

毕业后得着一纸文凭去结婚当教师。在当时的女子中，这样就算是很美满的了。当然谈不到

有任何其他的愿望或志向。 

我约三四岁时，我的父亲在日本就同他的一位好友订定了儿女的婚姻。我的祖母娘家的

嫡亲侄儿李少卿就是媒人。所谓未婚夫的的父亲张子胥不但是我的父亲留学日本时最好的朋

友之一，而且还有一些亲戚的关系。他们的家就在黄陂县城，离我们的家很近，因而双方的

消息都很灵通，只是相互之间不能见面吧了。在我的思想尚未改变之前，对自己的婚姻还是

很满意的。张子胥和我的父亲不同，因而他的家庭更日益富有。因为中国的官吏传统的贪污

（如不贪污反而便不能在官僚场中立足），即令做一个小官也可大刮钱财。 

我在师范学校里当时算是一个最守校规、学科进步甚速的学生。因而，在第一次学期考

试后，就获得校长的特别称赞，他说我的进步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尤其说我的“天分很

高”。这句话，，确使我加强了自信心而得到很大的鼓励。这一件事，我的同班堂姐陈慕兰

不但告诉我的父亲，而且还告诉所有陈氏族中和有关亲属的人，足见她对此也很高兴，因而

流传甚广。 

可是，1919年反日帝国主义和反本国安福系卖国政府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个有划时代

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191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巴黎和平会议——帝国主义

的分赃会议——所点燃起来的。当中国的代表团试图在会中争回日帝国主义所侵占的权益—

—山东问题——完全失败，尤其是安福系政府在亲日势力控制之下，训令中国代表签字的消

息传出后，中国留法学生首先奋起反对巴黎和约签字；北京的学生跟着怒吼了，他们愤激而

勇敢地行动起来了。在「外抗强权」，「内惩国贼」，和“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

岛”，“抵制日货”的口号下，以北京大学学生为首群集于天安门举行壮烈的示威游行，有

如一股洪流一齐涌至卖国官僚曹汝霖的住宅，纵火焚烧，并殴打章宗祥，随后由于安福系政

府专横地镇压学生，逮捕学生二千余人，更激起了全国学生的愤怒以及民众的同情和响应。

于是：罢课、罢工、黑市以及抵制日货的浪潮蔓延全国。反动的安福系卖国政府，在全国民

众的压力之下迫得不能不罢免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这几个卖国官僚；同时，也迫使中国

代表团不得不拒绝签订凡尔塞的对中国的分赃条约。这是五四运动富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史

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然而，五四运动伟大的意义，它的真正划时代的意义还不止此，最重要的是它在思想上

彻底地摧毁了中国一切传统的旧思想，旧礼教的藩篱，而以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来代替，这

是以当时的急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为代表的。同时反对贵族的文言文，而提倡通俗的白话

文，这是以资产阶级的学者胡适之为代表。他们在新青年杂志上勇敢地发挥了这些思想和主

张；并提倡民主与科学，替落后的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同时，由于俄国十月革

命的影响和启示，在启蒙运动的进程中，李大钊又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输入到中国来，这

便替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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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所尼姑庵式的女子师范——封建传统的堡垒——虽然没有直接受到五四运动的影

响而同武汉的学生一起参加这个运动，但在1921年暑假结束，学校刚开学时，我们的校长忽

然请了一个名学者李汉俊先生来向我们全校的学生讲演。他宣布了“妇女问题”的讲题后，

便浩浩荡荡地从原始时代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一直说到现代，并推演到未来，主要的内容

是：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之高下，决定于她们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他特别把妇女问题和社

会问题联系起来。因而，他强调说：现在妇女由于经济上隶属于男子，故没有独立的人格和

社会地位，因而也就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最后指出，妇女要想得到同男子平等的

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又必须谋求社会的改造。他的演说内容

和词句，对于我都是新鲜的，从来没有听过的。虽然我当时还不够程度完全了解，但他所说

的妇女由于经济隶属于男子，所以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人这句话，给予我很大的刺激。

因而我就了解到“妇女要想同男子达到平等的地位，首先要谋取经济独立”，这种从来没有

听过的话语和观念，頓时像电流一般迅速地在我单纯而顽固的脑海里冲激起来，碰到同学就

说：“啊！到今天才晓得什么是人的意义，我们要努力做一个人呀！”同学们一般的反应很

冷淡，但这简单的观念从此就深深地名刻在我的脑中，成为我往后思想的变化和发展的萌

芽。 

李汉俊是湖北人，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始创者之一，

同时也是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的参加者之一，在当时算是很有理论修养的人物。他在五

四运动中提倡新思想，新文化，尤其提倡社会主义，甚为努力（因他在日本时已经接受社会

主义思想）。他不但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撒下了一些新思想的种子，而且过了不久，他又介

绍一位刘子通先生给我们这一班教国文。刘子通也是湖北人，为武汉早期共产主义小组始创

者之一，日本留学生。曾与李汉俊、陈潭秋、黄负生等主持武汉星期评论（除李汉俊以真名

发表文章以外，陈潭秋、刘子通等都是用笔名）。当然，这位国文教师同以前的老学究的作

风完全不同，他一来，第一件事便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国文教材，猛搜地抨击文言文而提倡白

话文，他从各种新思想的杂志和副刊上收集和选择有价值的论文和文艺作品来作国文教材，

油印发给我们，而这些作品多半是“新青年”（当时提倡新思想最前进的杂志）和“民国日

报”副刊“觉悟栏”中挑选出来的。他在解释和发挥这些教材时运用种种方法来灌输和启发

我们的思想；同时，在课外读物方面，也是尽量介绍富有新思想的各种书报杂志给我们阅

读。但最初拥护和接受他的思想的，在全班五十名学生中，只有杨子烈和我两个人。其他的

同学，有的表现沉默，有的则在背后反对。但经过一个短时期，赞成的人逐渐多起来了。在

这一短暂的时期中，我们的思想起了急剧的变化。而我个人在此时期中，完全朝这一方面偏

向的发展，一有闲暇，手里总是抱着新思想的书籍和杂志贪婪地阅读；甚至在上其他不感兴

趣的课时，也是偷看它们。这样一来，我的思想便如狂潮一般猛进了。任何事物都会引起我

的思潮，都是我作文的题材。由于我的题材太多，因而除了国文课内每星期必须作一篇文章

外，我还额外作一篇或二篇，刘子通先生总是乐意改阅，并常给予好评语。有一次的评语

说：“你近来的思想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这个评语，使我感到莫可名言的愉快和鼓

励。由于我和杨子烈的作文得到几次百分（一般作文得到百分是不容易的），遂引起学校当

局的怀疑，以为国文教师偏爱我们（这当然是某些同校长私人有密切关系的本班同学告诉校

长的），于是校长特别把我和扬的全部文章（我们把所有的文章装订成一本）拿去检阅；并

将全班的拿去作比较，结果无话可说。关于这件事，同学们都知道而且心服。因此，便有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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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同学来借我的那本作文去阅读，甚至比我们高一班的同学也来借。这当然使我们感到

分外的愉快，因为已经有人同意我的思想了！ 

我们的思想跟着时间的步伐日益前进，而我们的国文教师也就进一步地鼓励和帮助我们

组织各种团体，如学生自治会、演讲会、辨论会和学术研究会等。由于他是我们的指导者，

因而他就有更施展他才能和发表意见的机会。不到两个月，不但我们本班的学生大部份都敬

佩他，即别班的学生也开始信仰起他来了，因我们的演讲会、辩论会和研究会等，别班的学

生也来参加。于是“男女平等”，“社交公开”，“男女同学”，“婚姻自主”……种种新

思想都在我们的脑中繁荣滋长，而且积极地提倡他们，以这些思想来作演讲会和辩论会的题

目。在我们几个激进份子的推动之下，不但校内的学生会、演讲会和辩论会不断地举行，而

且在校外亦组织了一个“妇女读书会”，由李汉俊、刘子通、陈潭秋为指导者，包慧僧有时

也作为指导者来参加。当然主要的指导者是李汉俊。 

陈潭秋湖北人，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始创人之一，也是第一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十二人

中参加者之一（武汉另一代表为董必武，后面将提到），当时武汉党的书记，他在刘子通作

我们的国文教师不久，也被李汉俊介绍任我们这班的英文教师，他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师范

英文系。包慧僧除了不是党的书记和我们的教师外，其他的资格也同陈潭秋一样。但他出席

参加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是从广东去的，因而有些历史记载说他是代表广东，虽然他是湖北

人。他毕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当时在武昌当小学教师。 

“武汉妇女读书会”，有一个会址，集合了一些书籍和杂志，我们经常阅读社会科学书

籍和讨论妇女问题。所有这些活动，对校长和那些思想腐旧的教员们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他

们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这些学生之所以有这些表现和行动，完全是由于那个国文教员的影响

和指导，因而他便成为他们仇视的对象。然而，另一方面，他也就愈来愈获得学生的信仰和

爱戴了；这又反过来增加了学校当局及其御用教员们的忌恨。尤其是几个在别班教古文的老

学究，他们为了思想上的矛盾和自身的利害关系，都极端憎恨我们的国文教师，并怂恿校长

借故将他中途辞退；但由于他获得了多数学生的信仰与拥护，校长不敢冒然行事，只有等待

寒假到来。 

然而，学校当局决定于寒假期内辞退我们的国文教员的密谋泄露出来了，我们异常的愤

怒，在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商讨之下；我们都一致决定这个寒假不回家，以便进行联络同学

的工作，我当时是用补习英文的名义通知家里作为不回家的理由（因我的家很近，只须三小

时，就可到家）。寒假放了，我们五六个人就搬到离学校很近的一位女教员的房子里（因她

带着女儿回家乡过年去了）。校长本来拒绝我们住在学校，并个别地劝我们回家；但看见我

们住下来了，却又来讨好我们，由学校送饭来给我们吃；并供给火炉。他将他的两个女儿送

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以侦察我们的行动。但不管侦察与否，我们一方面由陈潭秋为我们补习

英文；而在这种掩护之下，我们另一方面暗中积极分头去联络同学，作挽留国文教员的秘密

准备。 

寒假已满，学校开课了，当辞退刘子通的消息公布出来时，顿时激起了全班学生（除少

数同校长有关系和思想反动者外）的公愤。我们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通过一致挽留国文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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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议，并派代表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收回成命，重新聘请他回来。然而学校当

局置学生的要求于不顾。于是，我们在愤懑与激动的情绪之下，宣告全班罢课了。这是湖北

省立女子师范开办以来第一次的创举。五四运动的思想炸弹，已经在这座封建的堡垒里开始

爆炸了。 

罢课继续了几天，校长和那些老奸巨滑的教职员们，他们向学生施行威胁和拉拢的手

段，来离间我们，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对学生宣布，说这次罢课是由于少数学生的鼓动，

多数是被利用的，主张用签名的办法来鉴别。第一次踏上斗争舞台的我们，天真地相信同学

们的意志是不会动摇的，因而毫不犹豫地答允了。结果，在全班五十名中，只有十二名签名

愿继续罢课。罢课显然是失败了！我们失望了！痛心了！我们觉得同学们对不起我们！出卖

了我们！我们十二个人一齐跑到自修室嚎啕痛哭一场！然而，经过一番理智的思考之后，我

们自信，我们的人数虽少，但在适当的时机，是可以影响全班的，因而，继续斗争的意志又

重新复活起来，准备作再接再励的奋斗。在这一学期中，我们对那些不胜任的教员，施以直

接的驱逐，赶走了好几个教员；同时，我们用文字在（同情我们的）报纸上暴露学校种种不

合理的制度及其陈腐的封建思想；我们不但参加校外的团体活动、如“武汉妇女读书会”、

“武汉学生联合会”以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等；而且还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如到汉

口工人区作宣传，参加那里的罢工运动的活动等等。尤其是1922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女师

的激进份子同武汉各学校的左倾分子，在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的领导之下（我和其他四个女

师的激进分子已经加入了青年团），筹备一个大规模的纪念会，在武昌青年会大礼堂举行，

这是第一次创举。女师的学生，在这次纪念会中，除了参加演讲外，其他许多重要的节目：

如话剧、歌舞等游艺节目，都由女师的学生担任。最有意义的是“五一”的歌词，是由我们

作成，并由我们这班的音乐教师制谱伴奏（他亲自上台奏乐）。他当时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

的音乐系教授，北京音乐专校毕业，留学日本。他有些自由主义的倾向，很表同情于我们。

像这样的纪念会还是第一次出现于武汉，而女师的学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这个学期中，我们的坚毅勇敢的精神是形于言表的。这一方面固然获得了一部份同学

的尊敬和爱慕，但同时也招致了一些反感和仇恨。至于同监学和教员们的冲突，那更成为家

常便饭。有一天，在一个暮色苍茫的傍晚，晚餐之后，我独自在操场上散步时，有一位同学

告诉我：“校友布告处所贴的报纸被李监学撕掉了”。（因报上有一篇用红墨水划了记号的

关于暴露学校当局的文章）。我听到“撕掉”两个字，不禁怒火燃烧眉尖，迅即约了一位姓

李的同学（李兰英为签名愿罢课者十二中之一）陪我去质问李监学（她是一位中年寡妇，很

漂亮，校长的亲戚，曾留学日本，学音乐和图画）。我一走进她的房间（她正坐在写字台旁

边吸水烟），站在她面前毫不客气地说： 

“李先生为什么撕去我们的报纸？那是校友布告处，不是教务布告处呀！” 

“那报纸上诽谤学校，所以我要撕掉”。她回答说。 

“诽谤不诽谤，要看是否合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你没有权利在学生会

的布告处撕去我们的报纸”。我愤怒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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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了怎么样？”她有点生气的说。 

“不行！要赔出来！”我拍着她的写字台说。 

“现在买不着怎么办？”她有点让步的神情说。 

“你一定要派人去买呀！假如买不到，那就要赔四个铜元出来”！我坚决地说。 

在这种严重的僵持局面之下，高班的几个同学进来，她们看到我的态度异常坚决。她们

知道我并不是注重一份报纸或四个铜元的问题，而是保卫这个权利。她们劝李监学拿出四个

铜元出来作了结，因报纸四个铜元一份，就等于她赔偿所撕报纸，而且晚上报纸也买不着。

结果，我的目的达到了，拿着斗争的胜利品——四个铜元——带着紧张斗争情绪的余波和胜

利的微笑回到自己的同伴中来，她们更是兴奋和鼓舞。可是，学校当局对我的反感和仇视也

就达于极点，但对我亦无办法，因我不是无理取闹，而且由于李监学侵犯了学生的权利。有

些保守的同学，包括我自己的堂姊妹和表姊妹们，她们在背后批评我的行动过激，她们说我

的过激派（即共产党的别名），她们都不敢同我来往，甚至见了面连话都不敢和我说（因她

们都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我对于这些是毫不介意的，在我看来，凡是不合理的事情，我都

应当不顾一切地去作无情的斗争。 

思想给予我们实际行动的指示，我深深地感觉到：单是提倡新思想或主张还不足以表现

自己的言行一致，必须以行动来实践，以身作则地实行。“社交公开”，对我们早已不成问

题；至于“剪发”和“婚姻自主”，便成为当前最切身的问题了。 

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同其他四个思想志趣相投的同学（其中有三个是青年团的同

志），不声不响地溜进大我饭厅里，准备相互交换把头发剪短（中国当时虽有人作文提倡妇

女剪发，但没有人实行）。虽然当时我们明知这种破天荒的举动一定会引起学校当局的反

对、终于在明亮的电灯照耀之下，互相交换地把各人每早麻烦和浪费时间的发髻剪掉了。当

我们用香皂把我们的短发洗涤得清清爽爽整理好的时候，我们一致感到异样的轻快而相对微

笑了。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在第二天的“朝会”上，几百双同学的眼睛都一齐向我们投射着惊

奇的眼光，在这些眼光里，我们感到有各种不同的含义。当校长走近向学生训话时，全身颤

抖着，他大发雷霆地说： 

“这…这…简直是造反，你们这样干，完全破坏了学校的校风，叫我怎么对你们的家庭

负责？！怎样应付社会的舆论？你们一定要用假发髻结起来，否则，就要受到严重的处

罚。” 

可是，我们站在那里若无其事一般，我们内心里一点也不害怕什么“处罚”，只是感到

鄙夷和不能忍耐的愤懑。头发为个人所有，剪与不剪应该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 

“朝会”在校长说完了话的异常沉闷的气氛中结束了。同学们对于我们这种崭新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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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胆大的行为，一群群地纷纷议论着、批评着。随后有少数同学继我们之后，响应了我

们的行动。因此，校长对我们既没有实行处罚，更不敢因些开除我们。因我们在这一班中，

差不多都是成绩优良的学生。 

我的头发剪去之后，在给我父亲的信中说：“为了经济时间和卫生起见，我的头发已经

剪去；为什么没有预先征求你的意见呢，因为头发是我的……”。这几句简单的话，便充分

地表现我当时那种自由主义的倾向和敢作敢为的作风。头发剪掉了，觉得这还不过是一个极

小部份的解放；那时横梗在我心头上的还有一个较重大的问题，那便是以前认为满意的婚

姻。由于思想急剧地转变，对婚姻问题的观念也就根本改变了。 

自从我有了新思想之日起，在内心里便确定了一个坚强的观念：“一定要解除婚约”，

不过要等待时机吧了。但我想首先将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尤其对自己婚姻的——由父母代订

的婚约——应解除的主张，使对方（所谓未婚夫）知道。但中国旧式婚姻的传统，从小就订

婚，既定之后直到结婚的那一天才能见面。因此，无法使对方知道我的态度，虽然他在汉口

只有一江之隔。于是我便决定，把我所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解约”寄到汉口《江声日报》副

刊用真名发表。该副刊编辑是北京大学毕业生，由于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因而同情我们这

次的学潮，也很尊重我们这些在学潮中表现勇敢的积极的份子。凡是我们暴露学校以及有关

新思想的文稿，该副刊完全登载出来。我以前投稿（暴露学校的）用的都是假名；这篇“解

约”为着使所谓“未婚夫”知道我对自己婚姻的主张，使他自动的提出解约（因我知道他的

父亲一直作官吏，颇富有，其思想一定反动；至于他本人所受的教育是贵族化和洋奴化的教

会学校，思想也一定腐旧），因此，我便故意用了真名（即一向在学校用的名字）。因为只

有这名字他才知道。这个目的达到了（我知道他看了这篇文章。关于这个故事，将在下一章

叙述），但想不到发表之后，在学校方面引起了一个小小波动。那些腐旧的国文教员们，在

各班（除我们这班外还有其他四班）上国文课时，就根据我的文章的内容大肆批评，说我的

这种违抗父母之命，主张自由恋爱的思想是太过激，在现时是行不通的（每班都有同学告诉

我），以此来警戒学生，使得每一个人都特别注意我。最坏的是：校长和那些教职员们，却

因此发现并且断定过去所谓诽谤学校的文章，都是我写的，至少多半是我写的，这又更增加

了他们对我的注意和仇视。当然，这是由于我太年青和没有经验；我只想到了一方面，而没

有考虑到学校方面的影响和后果。刘子通和陈潭秋得知这种情形之后，他们以责备的口吻对

我说： 

“你过去发表文章都是假名，为什么这次要用真名呢？这是不必要的；在不必要的时

候，不必锋芒太露”。 

我很乐意接受他们的批评，承认自己幼稚而没有想得周到；不过我把为什么要这样做的

真实原因告诉他们时，他们却报以同情的微笑。 

暑假将届，我们准备继续斗争的学生并不回家渡假，而以妇女读书会的名义筹办暑期补

习学校，学生达八十人之多。我们补习学校的校址是在武昌的武汉中学。该校的校长为董必

武，他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始者之一，于1921年7月同陈潭秋一起代表武汉小组到上海参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是秀才出身，留学日本参加过辛亥革命。在国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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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从1923年末开始，他便一直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尤其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时

代，他曾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份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在当时给我的印象：从他的风度和谈

吐看颇为平凡；但他的态度诚恳，使人觉得他是一位老好人。 

暑期学校的讲师除李汉俊外，其他几位是从北京大学回来渡假的学生或教授，都是思想

进步，在新文化运动中颇为活跃的人物。因而，我们在此两个月的补习中，无论在思想和学

识方面，都获得了相当的进步；尤其重要的是影响了一批同学。这对于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同

学校当局的斗争中奠定了一个坚稳的基础。 

在暑假将结束之前数日，一个炎热的晚上，我们几个人和刘子通先生（他住在我们的房

屋隔壁）正在天井里坐着纳凉时，我的父母突然来看我，他以带着气愤和埋怨的口气对我

说： 

“闹得好！现在被学校开除了！你看！”他把学校的通知书交给我，那上面写着：“学

生陈媲兰（后来我把“媲”改为“碧”，因媲兰的意义是同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孝女木兰比美

是开始读书时父亲为我取的）近年来往往藉端滋事，破坏校规，再四思维，成全无术，惟有

请求贵家长格外原谅，务祈设法转送他校，俾有成就，敝校不能负责……”。 

我看了通知书，内心里虽然感到校长的手段可恶，但并不能为奇；因同我住在一起的几

个同学的家长，也接到同样的通知书。我很镇定地向父亲解释，说明“学校开除我们是没有

理由的。因为通知书没有指出任何破坏校规的具体事实；而且也不是开除我一个人。有好些

同学的家长都接到同样的通知书。我们准备开了学都一同进去；开了课，我们也一齐去上

课，看他把我们怎么样？” 

父亲听了我这和番解释，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也没有责备我，因他对我在过去一年中

的斗争很了解①对于我的某些行动，虽然他觉得太过激，但从我一貫坚决的态度，和我向他

解释的情形看来，他认为我们是对的。他表示不管，让我们去继续斗争。 

暑假期满，学校开学了，上学期签名罢课的十二人中，其中有七个同学（比我年长二岁

的堂姐陈慕兰亦其中之一），由于意志薄弱，不能抵抗家庭的压力，而屈服于家庭的幽禁之

中，宁愿留级一年，以逃避这一多事之秋。剩下来的只有杨子烈、徐全直、夏之栩、庄有义

和我五个人。这虽然在力量和精神上给予我们巨大的打击，但我们对于学校当局无理开除的

举措更加愤懑，对于处置那七位同学的分散我们力量的措施感到异常可恶。可是，我们并未

因此而气馁灰心，相反，对于革新女子师范的决心更加坚强，我们五人的团结更加坚固。 

学校开学那一天，我们五人一齐进校了。到处一看，从寝室、饭堂、自修室一直到梳洗

室都没有我们的名字。我们首先占据一间寝室，虽然它挂着新生的名字，但不管三七二十

一，我们七手八脚迅速地把铺盖打开，挂上帐子，把床铺理好（我们的行李是由同情者在我

们进校之前就运进来的），然后就到各地方都占一个位置。到吃饭的时候，我们就预先把监

学和教员们的饭桌占据了。结果，她们没办法，只好另开一桌，往后我们所占据的一桌也就

成为我们固定的饭桌了。同学们因为到处没有我们的名字，其中有些以冷眼相看，是不能避

免的。我们为了对学校当局继续斗争，为着达到赶走校长的目的，在当时却不能不尽量的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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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以冷静和蔼的态度来应付这个恶劣的环境，博取同学们的同情和援助，因为我们是

已经读了四年的老学生，只有一年就要毕业了，我们平时不多说话，一改上学期那种趾高气

扬、目中无人的作风。虽然我们这一班由于我们五个人的问题没有解决而不能开课（上课我

们一定也去上课，这是校长最害怕的事，因这样就推翻了他给家长开除我们的通知书），但

我们却异常之用功地阅读社会的书籍和前进的刊物，不随便踏出校门一步。所有需要和外面

接洽的事情（如同陈潭秋等），我们都委托同情者去负责办理。 

我们这种态度继续了约两个月，同学们逐渐地对我们表示同情，各班都有同情我们的同

学在各方面活动。在她们暗中积极活动之下，同情我们的份子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由于对我

们五人的问题搁延未决，便影响到全班课程陷于停顿状态，因而激起了大多数同学对校长无

能的不满；同时，许多家长纷纷来信指责学校当局对于五个学生不能解决而耽误了全班学生

的学业。学校当局处于这种情形之下，感到异常之困难，因而便有校长邀请全班家长茶话的

传闻。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迅即以我们五人的名义，印好一批向家长申述校长开除我们

之无理由和暴露学校种种不合理制度的传单。一天，下午二时左右，校长会客厅里家长纷纷

到来了。正当校长向家长开始申诉他的困难时，我和夏之栩拿着传单一直走进客厅，校长的

话被打断了，他不理睬我们，我们也不理他，我在未散发传单之前，首先说明来意，以诚恳

而婉转的语调对他们说： 

“希望各位家长不要只听校长的一面之辞；请仔细看看我们的传单，我们的申诉和理由

都在这里面”。 

说完两人就分途发给每一位家长一份传单，散完便匆匆地走了。 

在第二天早晨的“朝会”上，校长来训话时，面色惨白，全身发抖；他以颤抖而愤懑的

声音对学生说：“太岂有此理！太目中无人了！在我……我校长所邀请的家长谈话席上，居

然有人去发传单，不但发传单，而且还要说话，真是胆大妄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校

长说完了话，同学们都知道这事又是我干的，视线同一齐投射到我的身上。我因精神方面早

已有准备，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影响，像平时一样泰然自若地站着。“朝会”在校长的几个

岂有此理开始和几个岂有此理而结束，没有任何反应，静静地散会了。 

学校当局对于这种情形，更感到进退维谷。正式挂牌开除我们吗？却恐怕激起学生的公

愤，爆发更大规模的风潮。恢复学籍吗？又有伤校长威信。既不能正式开除，又不恢复学

籍，问题又不能解决。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形下，学校当局便想出一个两全的办法（在他们

看来），就是提前给我们毕业文凭，把我们五人由校长及湖北教育界名人，个别的保送到北

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和其他大学。首先，校长找我个人谈话。他说： 

“你的堂叔陈时和你的父亲都是我的朋友（其实我的父亲同他没有往来，也许只是认

识），我想你还记得：当你考进来时，你的名次很低，可是只有一学期，你的进步是超乎常

人的，你的天份很高很高，好好用功，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放寒假时，我到你们这班发给

你们的作文和算术考卷时，我不是曾经对你说过上面的这几句话吗？现在你虽然同别人一起

反对我，但我对你看法和希望并没有改变，因此，我愿趁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录取新生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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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我以湖北女师校长的名义送你进去，以谋深造。至于从开始直到毕业的一切衣物和

零用等费用，都由本校担负。过去有几个优才生曾经享受过这种优待；现在还有一个学生正

在享受这个优待哩”。 

“那是真的，当第一个学期终结时，校长对我的嘉奖，曾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加

努力用功，更加强了我的自信心。但关于送我进北京女高师范这件事，我很感谢校长的好

意；不过我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然后再回复你”。我回答校长说。 

我说“还要同我的几位同学商量商量”这句话后，校长明白我是婉言拒绝，故没有说下

去，我就告辞而去了。 

后来我们五人相互叙述校长对我们个别谈话的内容是大同小异的；他是按照我们的家境

和关系而施以狡猾的利诱手段，企图个别的解决。当然，这一企图除了暴露他的卑鄙和无办

法外，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当这一条路行不通之后，校长又联络教育厅长和教育界有地位的人物和名学者，特请如

中华大学的校长陈时，武汉国立高等师范教务主任兼代理校长李廉芳及名学者李汉俊等，来

作调停人同我们谈判（其中除李汉俊暗中同情我们外，其他的所谓教育界的名人，他们事实

上也是政客官僚，同督军、省长以及教育厅长打成一片的；他们都是利害相同，讨厌而又害

怕闹学潮的学生的）。他们向我们声言：“一面为了女师的学潮不解决妨害你们这一班毕业

班学生的学业，使整个学校陷于不安定的状态；同时，为了你们五位的前途起见，我们愿意

尽力帮助你们得到深造的机会。现在武昌国立高等师范得到教育部的批准，开放男女同学，

现在就可招收女生，假如你们愿意投考的话，我们担保你们五位一定考取。考取后，马上就

可进校上课”。 

我们听了调解者这一段叙述，对这种利诱的办法，当时就婉言拒绝了。我们都一致认

为：宁可牺牲个人的一切利益，为着新旧思想斗争而继续努力；因我们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

全省唯一的官立女子教育机关，让这般思想朽旧的人盘踞着而黑暗下去。 

软的利诱手段已完全失败，学校当局又向统治当局要求由湖北省督军处下令派武装士兵

到学校来逮捕我们五人，这消息首先为我的堂叔陈时所得到（他从督军萧耀南那里得知）。 

武装的士兵尚未到来，但一场恶斗首先临到我个人身上。在一个下午，我听到有人喊我

的名字，同学转告我说： 

“你的姐姐来找你，叫你赶快到亚樵哥家里去，因为你的父亲带钱给你，叫你马上去

拿”。 

我那时正是囊空如洗，听到这消息，就急急忙忙地通知了监学处，一口气就跑到离校很

近的亚樵哥嫂的家里。他们三个——亚樵和他的妻子及姐姐（他们三人都是教员）正在等着

我。我还没有开口，他们便一齐向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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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三叔（即陈时，他们崇拜的偶像）叫我们骗你出来的，不这样做，我们知道你一

定不肯出来的”。 

“三叔从萧耀南——湖北省督军——那里得知一个确实的消息，就是要派武装兵士去逮

捕你们五个人，所以他叫我转告你，叫你到他的家里去避一避”。亚樵哥说。 

“无论如何我不去，我一定要回到学校去，因为我们五个人是不能分开的；假如我这样

做，有危险就一个人躲藏起来，那我以后就没有脸见人了，我决不怕这种事”。我平心静气

地说。 

“这种事还不怕吗？你真是一个傻子，难怪人家都说你最傻，别人不敢做的事，都是你

去干的，我们好意叫你避一避，你还要拒绝，三叔也是好意呀”！他们异口同声是说。 

“好意我是知道的，不过我决不能这样做”。我坚决地说。 

“混账东西！我们陈家世代功名，现时在湖北教育界也是最有声望的；三叔和我们大家

不允许你来丢陈家的脸；一个女学生给武装兵士抓去，那成什么体统”！亚樵破脸说。 

“胡说！你姓你的陈，我姓我的陈我顶多不姓陈好了，要你们管我干什么？我的父亲都

不管我哩”！我愤怒地说。 

“你的父亲太无用，他不管，我们要管，我们绝对不让你丢我们陈家的脸”。亚樵坚决

的说。 

“什么丢脸，胡说！我做的事理光明正大的，为了同旧势力和封建思想斗争被抓去，那

正是陈家的光荣哩；假如临阵脱逃，有危险就躲起来，那才是莫大的耻辱，我宁愿杀头也决

不做这种没有义气的事”。我高声而激昂地说。 

争吵的场面停止了，接着就是一场激烈的搏斗。他们把门关起来，三个人把我擒住，说

要把我绑起来，为着陈家的面子。我一边哭，一边有如一头困兽一般，猛力地拳打脚踢，从

他们的包围中挣脱出来，迅即跑到门口，用所有的气力把门打倒跑出去了！我真起不到当时

会有那样大的力量，也许把我从娘胎内出生时的力量都拿出来了。当我破门而出之后，一面

哭着，一面往学校里奔跑。但当我跑到自己的寝室时，头昏眼花，吐了一口鲜血，倒在床上

一点也不能动弹。我的四位患难朋友围坐在我的床边，听我诉述这场恶斗经过时，她们都感

动得落泪了！她们一致愤慨的说：“我们从此不出校门，除非我们的目的达到了。”还有几

位同情我们的同学，也来探望我，她们听了我的四个同志转述我所遭遇的一场恶斗的情形之

后，也都异常感动，走近我的床边，慰问我，叫我好好地休息。 

过了不久，我的堂叔又亲自来学校见我，但我却以病藉口拒绝。这位堂叔陈时，原为我

没有思想以前最尊敬的，但自从我有了思想之后，我对他的尊敬也就随着我的思想急剧变化

而逐渐消逝了。前面已经说过，他是运用祖遗的财产创办大学，自己作了校长。由于他的资

质聪明，具有外交手腕和才干，物质的条件和地位，因而他结交了省长和督军、政客、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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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教育界名人乃至名人学者和教会首脑。他是一位四面拉拢八面圆通的人物。因而在

湖北教育界建立了很高的声望。当然，他在陈姓氏族中也就自然具有无上的威望了。但我这

次不但违抗他的旨意；而且还拒绝会见，这对于他还是第一次哩。 

自我们得知政府当局将要逮捕我们的消息后，我们便立即以五人的名义发表宣言，散发

到各学校和各团体及新闻界，声诉校长开除我们之无理由和暴露他的各种卑劣手段；并派代

表（同情者）到各学校学生会要求援助。武汉全省学生联合会立即召集紧急会议，一致通过

决议：假如女子师范的五位学生被逮捕，即举行总罢课（武汉的学生因受了“五四”运动的

影响，都各自在本校组织了学生会；并产生了全省学生联合会而加入了上海全国学生联合

会）。统治当局得知这个消息后，对于用武力逮捕我们举动有所顾虑，恐因此引发更广泛的

学潮，因而我们得以安居校中。 

学校当局，由于软硬兼施的办法，都不能实现，末路穷途，只有孤注一掷地悬牌开除我

们了。当我们得到这一消息后，便立即和同情我们的同学商讨如何应付。首先我们以同情者

的名义作一宣言，抗议校长开除我们之不合理，并暴露他对学校种种不合理的制度、设施及

任用私人等等，立即油印一批，以准备悬牌时向同学宣传和鼓励，并准备散发到各学校和社

会上去。 

在一个寂静的晚上，我们的同情者秘密地告诉我们说：她得到了情报，明早就要“悬

牌” 。于是我们三人一起、五人一道地传递着临时应付的步骤；那时的情景是秘密、严肃而

沉重，宛如身临战争的前夜！ 

一个紧张而壮烈的场面到来了！早晨七时，正式开除我们五人的木牌，高高地悬挂在大

礼堂的门前了。当一个附属小学的学生②跑来将这件事告诉我们时，我们便一齐奔向校长的

会客室。当我们到达门口时，恰巧校长刚从里面出来准备外出，以避一避这个风浪。我们五

人立即把他围起来，严厉地质问他开除我们的理由，并进行激烈的争辩。这时，他的态度很

强硬地说：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资格同我谈，你们已经是被开除的学生了” 

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同他争辩，而是缠着他不走，以待援兵到来。但他想不到我们会有

这样的准备。教务主任从“朝会”上赶来向他说： 

“王先生你有事就赶快出去，不要耽搁太久了。”但他因为当着我们的面子又不好明说

将有不利于校长的事发生，只是催校长赶快走；然而，在校长方面，由于一年多来为了我们

的问题困恼不堪，此时想在我们面前发泄久积胸中的怒火，因而他反而在会客室坐下来，准

备继续同我们争吵。他以为五个被开除的学生是闹不出什么乱子来的。 

但正当我们同校长争吵时，几百个同学都集合在操场上举行“朝会”，其中几个同情我

们的同学利用这个机会作激昂的演说为我们五个鸣不平，对校长无理开除学生的措施作严厉

的攻击；对其他不合理的行为，如压制学生的自由等，都予以无情的暴露。结果，大多数的

同学（各班都有），在这一鼓励之下，激动起来了！像怒涛般的情绪驱使着他们列队冲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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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堂摘下开除我们的木牌，由李哲时同学双手举起走在队伍前面，一齐蜂拥到校长会客

室，把木牌掷在校长面前，大家用脚乱蹬。此时群情激昂达于极点。有些同学放声大哭，有

的叫喊和咒骂，有的呼喊着要打。校长此时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颤抖着说不出话来，

在极端混乱的情况之下，由几个职员将他护送至校长室，把房门关起来了。我们派几十个同

学重重包围着校长室，把他禁闭在里面不准逃走，以便迫他辞职。校门外悬挂着一长幅以墨

笔写着“驱逐教育界蟊贼王式玉”的大白旗；校门由几个雄纠纠的同学把守着，不是我们方

面的人，一概不准出入；电话亦由我们掌管。那些男教员们见情势不佳，都偷偷地从墙头上

爬出去了；那些拥护校长的同学，看到我们人数众多而又勇敢，也都避开了。这一幕斗争的

活剧，宛如革命的群众夺取政权的缩影。 

为着客观的需要，为着达到驱逐校长的目的，在我们的鼓动和号召之下，立即召开了一

个临时大会，在这个会议上，罢课委员会产生了；为着维持当时纷乱的局势和严密地监视校

长，纠察队也组织起来了。罢课委员会迅即采取了分工合作制：宣传、组织、外交等部门都

各自积极执行它的任务。驱逐校长的宣言和暴露学校一切不合理制度的传单，都是宣传组起

草和油印，分别拿到武汉各学校各机关去散发了；在外交组积极工作之下，很快便和各校学

生会取得了联络，获得他们的同情与援助。虽然，在我们校内，校长也拉拢了一部份学生，

但由于当时我们声势浩大，她们只有避不露面，而不敢有任何的表示与动作。 

这一骚动从早上七时半起一直到下午七时，在此过程中，首先是教育厅派了二位科员来

同我们五人谈判，问我们要什么？我们的回答是：“要校长引咎辞职”。他们看到我们的态

度如此坚决，便告辞而去。随着又是那几位教育界的名人和学者，如李廉芳、陈时和李汉俊

又来和我们谈判，进行调解，提出的办法是：“恢复我们的学籍，校长仍旧作下去。”我们

不接受这个条件，坚持校长必须引咎辞职；而且在辞职书中必须写上“引咎辞职”四字。僵

持的局面，直到下午七时，他们目睹学生的情绪如此激昂，互相商讨之后，遂推举李汉俊谒

见校长，以实情相告，校长在这种种情形之下，便不得不向教育厅提出辞呈，并按照我们的

条件写了“引咎辞职”四字。当辞职书由李汉俊从校长的幽禁室中带出来给我们看过之后，

在我们的胜利的微笑中，校长才蹒跚地步行出来。 

在第二天的下午，我们又派代表到教育厅去询问，结果，校长的辞职书已得到教育厅的

批准。闹了将近一年的学潮，在我们的奏凯中告了一个段落。 

这次女子师范的学潮，曾震撼了整个的武汉。在将近一年的斗争过程中，我们散发了无

数的传单和宣言，勇敢而坚毅地为反抗学校封建传统的思想和不合理的制度，为争取一般的

民主自由而斗争。虽然在斗争的过程中遭遇了许多的挫折，经历了各种各式的威胁和利诱，

但由于思想给予我们的鼓励，我们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终于获得了胜利。这不仅在湖北省

是第一次，而且在全中国也是第一次；它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启迪，启蒙思想的发挥和社会

主义思想的推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学潮的末期，我们五人已经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

团，随后不久又加入了共产党（这将在下章叙述）而在往后的年代中，女子师范的学生曾不

断地提倡妇女运动和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这些便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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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在开始罢课和在斗争过程中，我曾写过几封长信说明闹学潮的原因和理由，他

曾同情我们，并把我的信给他的某些朋友看。因他知道一般人很难了解我们。一个同班同学

告诉我，她说：“我的父亲看过你写给你父亲的一封很长的信。因此，他说：在没有看到这

封信之前，我以为女孩子不懂什么，是胡闹。但这封信写得很有道理，文字也有条理，这倒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从这几句话看来，他也受了这封信的影响而相当同情我们，这位同学

是我们罢课时十二人中之一。在下一个紧张的决定性的斗争中，她是同情者中最重要的领袖

之一。她的父亲也接到留级一年的通知书，但他不像其他的几个家长一样把女儿幽禁在家

里，而是让她到学校里作援助我们五个人的活动。当然她的活动是秘密的，否则，她也会被

开除。 

②上面所提到的这个附属小学的学生是我们一位最得力的同情者蓝淑文的小妹妹，我们

预先安排好了叫她看到悬牌时就即速来报告我们，以免校长外出就不能实现我们的计划。因

学校很大，大礼堂界于师范科和小学部之间，只有小学生才能够看到大礼堂；师范生平时是

不准许到那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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